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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与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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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良好的社区与自然保护地关系首先建立在社区生计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上。 为促进社区认同、接受乃至参与自然保护地

建设与管理，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逐渐重视社区利益，推动其生计转型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 社区居民从事产业活动、进行

生产经营、参与产业分工，是维持和改善生计的重要方式之一。 研究采用质性内容分析方法，从不同研究视角、地理空间和政策

背景的案例研究中提取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及其产业发展路径的内在逻辑，形成内容、激励机制、政策保障、结果、成败分

析、发展对策六个核心范畴，以动因与形式、结果与原因来归纳总结前 ５个范畴的核心事实，根据发展对策提出自然保护地社区

生计转型和产业发展原则，并结合国家公园特征和管理目标提出建议。 研究表明，在社区层面协同保护与发展本质上来说是降

低农户面临的自然、政策和市场风险的过程，生计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双重目标可以通过产业生态化，产业部分替代或完全替代

来实现。 以产业发展带动生计转型具有经济、社会、文化多重效益，但其实现需要尊重本土文化，保障社区基本权利，多方参与

协作，匹配和提升居民差异化能力。 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社区生计发展特别需要依托本地资源，对标市场需求，推进产业生

态化，拓展传统产业功能，从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协同中寻求生态和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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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ｍｕｌｔｉ⁃
ｐａｒ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ｕ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ｍａｔｃｈ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ｓ ａ ｍｏｒ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ｏｎ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ｌｙ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ｒｔｅｒ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我国 ２０１５ 年启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探索适合中国自然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
有序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１］。 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开始，在反思“堡垒式”保护中，自然保

护领域开始重新认识社区与自然保护地的关系。 首先，在时间上，社区往往早于自然保护地建立而存在，经历

长期的自然适应，对自然资源和土地利用管理形成了一定的传统方式；其次，在空间上，由于社区生计往往依

赖于自然资源，农牧业等传统产业形式居多，因此自然保护地能够为社区提供资源，而社区生产和生活空间也

可以以半自然、低影响的方式联通自然保护地，促进景观尺度的整体保护［２⁃３］；第三，在管理上，社区参与自然

保护管理能够减少冲突，改善自然保护地管理成效［４⁃５］。 因此，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管理开始重视当地社区和

居民的支持和参与，并认为自然保护应为社区带来社会和经济收益［６⁃７］，将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与保护目标

协同发展视为“以人为本”的自然保护的目标［８］。
可持续生计研究将生计定义为个人或家庭所拥有和获得的、能用于谋生和改善长远生活状况的资产、能

力和活动的集合［９］，而自然保护地社区居民从事产业活动、进行生产经营、参与产业分工，是维持和改善生计

的重要方式之一［１０］。 研究表明，自然保护地的建立会限制林业、渔业资源收获和经营，限定种养殖业范围、方
式和强度，规范准入产业，从而造成社区居民生产经营受限、收入降低、工作机会减少等生计影响［５， １１⁃１３］；同
时，随着“以人文本”的自然保护理念发展，为了减轻以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为代表的传

统产业生产的环境压力，同时尊重社区传统生计，各国政府都在制定生态化的产业发展政策，推动自然保护地

农业生产生态化，为生态产品和服务创造激励和市场，从而鼓励农户就地参与兼容生态保护管理目标的生产

经营，包括农林牧渔业生态化生产、参与生态旅游服务供给、发展增值性手工业、参与生态系统管护等［１３， １４⁃１７］

等，让社区在产业生态化、产业类型拓展中实现生计转型［１８⁃１９］。 因此，从可持续生计视角看，自然保护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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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资源管控和面向保护目标的区域产业政策，都会影响社区居民生计资本构成、数量和质量，在政策保障、
市场导向、社会参与等共同作用下促使社区居民选择产业发展方式、参与产业分工、进入新产业领域，以产业

途径发展多元生计和替代生计。
我国国家公园在空间上整合多类型保护地，涉及到周边诸多社区及居民的生产生活，社区产业活动对国

家公园具有直接的生态影响。 在保护管理目标制约下，社区从事的产业类型影响国家公园自然保护目标的实

现［２０］。 面对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全民公益的管理目标，必须寻求社区可持续生计与保护目标的协同发展理

论依据与实现路径。 大量研究表明，我国自然保护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实施宏观生态保护政策还是规划和管

理各类型的自然保护地，都在逐步重视对生态政策所影响的社区进行产业指导，拓宽社区享受生态保护红利

的途径，提升其受益能力，促进其生计转型与生态保护相协调，在实现生态保护的公共利益时保障当地社区公

平受益与可持续发展。 当前对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及其产业发展途径的案例研究日益丰富：研究视角多

样，包括政策成效［２１⁃２３］转型动机［１１， ２４⁃２５］、社区感知［２６⁃２８］多方面；涉及地域广泛，涵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

国土东中西典型生态系统类型［２２，２４， ２９⁃３０］；政策背景丰富，包括自然保护地建立和管理［１０］，生态奖补［２３］、精准

扶贫［３１］、退耕还林 ／草 ／湿［３０］等政策。 不过，这也表明当前的案例研究相对分散，缺乏一个系统地理论化地整

理和提升。 因此，本文以历史视角研究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过程中社区生计转型及其产业发展路径，采用质

性内容分析方法提取不同研究视角、地理空间和政策背景下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中产业发展的内在逻

辑，归纳总结核心事实，提出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及其产业发展原则，并尝试以此原则指导国家公园社区

生计转型与产业发展。

１　 研究方法

图 １　 自然保护地生计转型和产业发展的动态路径

　 Ｆｉｇ．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１．１　 数据获取

研究从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初步以文献主题同时涵盖“社区”“生计”与“保护”筛选文

献，对每篇文献阅读其标题和摘要，首先删除仅针对乡村社区减贫发展，但不涉及各类型自然保护地周边农户

生计发展具体案例的研究；其次粗读其内容，删除虽然是自然保护地社区案例研究，但不能反映当地居民生计

转型中产业发展具体过程的研究。 研究最终选择文献 ２８篇，时间跨度约 ３０ 年（１９９９—２０２０ 年），以自然保护

区为主，涉及不同自然保护地近 ３０个。
１．２　 数据分析

由于符合研究目的的文献数量有限但案例本身具有代表性，本文尝试用质性内容分析对我国自然保护地

周边社区生计转型和产业发展状况进行探索性研究，对不同案例研究的文本内容进行识别和编码，将大量的

文本归类为代表相似意义的有效范畴，从而形成对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生计转型和产业发展的深层认识［３２］。

研究采用常规质性内容分析路径，这一分析路径适用于

所研究的现象相关理论或文献较为有限，研究者避免使

用预设范畴，而是让范畴及其名称从数据中自然浮

现［３３］。 因此，其数据编码过程借鉴扎根理论方法的应

用，在分析之前仅有对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和产业

发展问题的兴趣，但没有具体的假设，要通过归纳文本

内容来不断自下而上地提炼研究问题。
根据文献文本内容精读和编码，得到自然保护地生

计转型和产业发展内容、激励机制、政策保障、结果、成
败分析、发展对策 ６ 个范畴，每个范畴下存在相关的子

范畴。 这 ６个范畴形成自然保护地生计转型和产业发

展的动态路径（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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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这一动态路径的基础上，研究对 ６个范畴的支撑内容进行详细解读，并以发展对策范畴为基础，结
合整体动态路径分析，提出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和产业发展基本原则，并将其进一步演绎到国家公园体

制建设进程中。

２　 历史视角的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与产业发展

２．１　 动因与形式

从自然保护发展历程看，我国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与产业发展动因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
其一，生态工程与生态建设政策视角下的自然保护地社区居民的生计可持续发展。 社区产业活动一般存

在与自然保护目标的背离，社区不一定存在现实的贫困，但对资源的消耗使生计存在不可持续风险；
其二，减贫脱困政策视角下的自然保护地社区居民的生计公平。 社区产业活动可能并不背离自然保护目

标，但因发展限制会陷入持续贫困而失去公平发展机会。
为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生计公平，自然保护地可以采用生态移民转产与就地生计发展两种形式。

其中，生态移民转产以草原地区为典型，如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禁牧移民工程，它规定草场家庭承包政策

长期不变，但暂停牧民承包草场的使用权，牧民迁出承包草场并在城镇定居，其产业转型主要为从事种植业、
养殖业、畜牧业、低级服务业等［２１，２４，３４］。

就地生计发展因自然保护地自然资源禀赋、民族文化特征、宏观产业政策等差异性而呈现出多样化，从生

计策略角度看主要呈现三种类型（表 １）。 一是产业持续生态化，从种养殖结构、规模、投入⁃产出⁃废物处理流

程等方面将产业活动控制在生态环境承载力之内［２１，３５⁃４４］；二是产业的部分替代化，以传统农林牧渔的生态化

为基础，通过参与其他产业而增强生计多样化［２１，２４，３９，４２⁃４７］；三是产业的完全替代化，一般表现为对原有农业产

业活动的放弃而全面投入上述非农产业活动［１１，２１，２３，３４⁃３５，４８］。

表 １　 自然保护地社区就地生计策略与代表产业活动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ｓｉｔｕ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生计策略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代表方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产业持续生态化（生计多样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ｓａｔｉｏｎ （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精细循环农业、复合农林系统、生态林业、经济林结构调整、减畜和生
态建设导向的生态牧业；中药材、茶叶经济作物生态化基地等

产业部分替代（生计多样化）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产业生态化基础上参与：手工业，旅游餐饮、旅游服务，生态管护，精深
加工等其他产业活动

产业完全替代（替代生计）
Ｔｏｔａｌ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全面投入农业外的其他产业

２．２　 结果与原因

２．２．１　 激励机制与保障措施

为促进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同，政府会出台一系列政策来推动社区产业发展以进行

生计转型（表 ２）。 其激励机制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方面，其保障措施主要从社会福利保障、产业组织保障和

能力提升保障来降低社区风险。

表 ２　 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发展的激励机制与保障措施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激励机制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保障措施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政策内容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物质激励：生态奖补、生活补贴、生态管护补贴、税费减
免、优惠信贷
非物质激励：生态保护荣誉、文化倡导

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资金和项目，社会保险
产业组织：农村社会服务与生产组织建设、市场信息和营
销渠道拓展、社区发展基金等
能力提升：环境与市场意识教育、技术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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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结果与问题

在上述多元政策激励与保障下，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过程与结果因地而异。 基于多案例进行内容分

析，研究发现，正面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推动生计转型的宣教中，社区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文
化传承意识与自然资源管理的自觉性得到强化，提高了社区参与发展事务的意识，特别是提升了弱势群体的

话语权；二是促进社区建立管理与生产合作组织，或提升已有组织在促进社区发展、自然资源管理和社区生态

建设方面的能力；三是通过产业的生态化和替代产业的发展提高居民总体收入水平。
不过，研究也发现生计转型中三个典型问题。 一是以草原生态系统和民族地区为代表，因传统生产方式

丧失导致明显的种质资源流失和文化消亡［３７］；二是尽管居民收入短期内上升，但在长期发展中，特别是生态

补偿政策波动中，收入上升不可持续甚至下降［２２⁃２４］；三是生态移民转产长期看来存在转产岗位不足、转产失

败、移民回流、贫富差距增加等问题［２１，３４］。
２．２．３　 原因分析

不同的学者从产权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需求理论、行为经济学理论、能力理论等不同视角，试图寻找有

利于产业生态化、生计多元化和替代生计发展的因素。 通过质性内容分析发现三个有利因素。
第一是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 农户、政府、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参与，有利于发展

适宜的产业组织形式进行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经营、降低市场风险。
第二是社区具有主观能动性。 主动寻求能力发展，具有示范带头人以及活跃和成熟的社区经营组织等，

有利于社区分享保护权和发展权。
第三是灵活依托市场机制。 以自然保护地产品与服务的稀缺性、唯一性和独特性来对接消费需求所追求

的生态化、特色化，有利于高效地配给资源和针对性地进行能力提升。
因此，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和产业发展成功不可缺少是社区的内生动力，市场的外部驱动与利益相

关方对两者的对接。
相对的，研究对生计转型及其产业发展路径诸多问题背后的原因予以凝练，将案例研究总结为四个层面。
其一是缺少发展激励，发展思路割裂了人地关系。 比如，生态移民转产失败可能是忽视了原住民长期以

来建立的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２１］；一些替代产业缺乏当地人的文化认同，甚至导致社区文化身份最终丧

失［４８］；农林牧渔业往往是传统生计的核心，脱离草场、耕地等生产资料导致原有生计链条中的副产品、经济作

物、粮食等缺失，日常采购成本大幅提高［２８，３４］。
其二是发展保障不足，政策与市场风险尚未得到有效的应对。 政策风险首先表现为生态补偿缺乏科学

性、空间差异性和时间动态性，市场机制不发达，与产业政策不接轨［１１，２１⁃２２］。 其次，产业转型发展资金机制不

完善：部门主导的产业发展往往依赖于生态补偿经费和部门营业收入，缺乏协调保护与发展的专项补偿资金，
如人兽冲突补偿［４２］；非政府组织协调与社区主导的产业发展依赖于自筹资金，不确定性高［４１⁃４２］。 从市场风险

看，市场知识储备不足、市场信息获取能力低下等原因导致社区个体农户在参与市场竞争时对市场价格波动、
市场需求变化等因素难以把握和应对［３６，４２］；小农与产业组织融合不深让生态产品与服务难以进行统一、标准

化监管，使区域生态农产品、旅游服务等面对市场竞争时难以胜出［４２，４９］。
其三是发展基础受损，土地权属和规模影响了社区居民的获益能力和公平性。 自然保护地管理过程中的

退耕还林、封山育林、退牧还草等政策虽然不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但其使用权与实际收益权已经丧

失或部分丧失，存在事实上的“失地”和土地产权权益的扭曲，接受生态补偿和离土打工等能够在短期带来收

入的提升，但其集体产权管理权的丧失会导致基于权利的获益能力不断压缩［１１，４６］。 从长期成效看，短期收入

提升不可持续，土地规模较大的农户还会因为过高的补偿收入产生休闲需求效应而不利于产业转型发

展［２３，３７，４３］；同时，自然保护地乐于开展生态旅游转型发展，但在旅游经营权转让中，社区因集体产权管理权的

丧失而不具有旅游利益分配谈判权利［４６］。
其四是主体能力不足，社区居民的能力和个体差异不足以应对产业生态化和多元化的要求。 案例研究表

１１２９　 ２３期 　 　 　 何思源　 等：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与产业发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明，语言、文化水平、技能程度、年龄、生活习俗等方面强烈制约个人通过产业转型来拓展生计，低端行业就业

难以促进产业整体发展和生计可持续，而技能培训与就业帮扶尚显不足，在农副产品加工业、生态农业畜牧

业、特色旅游业和服务业等方面都存在制约［２１，２４，３４，４２］。 此外，社区整体能力的不足让居民难以有效参与自然

保护地管理规划，在产业发展上不能有效的表达诉求，以示范户、示范点开展的生计转型面临复制和推广困

难［３５⁃３６，４１，４４，４８］。 同时，农户在家庭年龄结构、文化水平、既有生计策略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同一区域存在生计

发展的选择偏好，统一的产业转型缺乏针对性［４３］。

３　 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与产业发展原则与启示

３．１　 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与产业发展原则

针对当前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和产业发展现状与动因，学者针对不同区域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内容广

泛的对策，本文通过质性内容分析将其凝练为以下原则，使其既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也能够针对自然保护地具

体情况发展具体对策。
首先，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和产业发展理念要根植于本土文化。 不少乡村社区传统产业是本土文化

的一部分。 一方面，在生产实践中所积累的知识、技术、制度和信仰等传统生态知识富有生态保护思想、有意

或无意中贡献于生态保护；另一方面，经由这些传统生态知识作用而生产的物质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景

观，具有稀缺性和独特性。 因此，社区生计发展需要在产业生态化上进一步挖掘传统知识与现代生态理念的

结合点，维持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的生态和文化附加值，推进品牌建设；也需要从多元化的产业类型，如
民族手工业、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业、旅游导赏、旅游服务等方面将本土自然和文化资源产品化、商品化，就地吸

纳农村劳动力参与产业分工。
其次，自然保护理念要融入社区生计发展。 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发展不是以脱贫为唯一目的的发展，而

要将自然保护地管理作为发展的优势条件和发展契机，是保护权和发展权共享。 因此，体现自然保护的正外

部性的生态补偿不应当是一个被动的利益分配机制，而应成为促进产业转型发展的动力。 第一，生态补偿应

以多元化形式反映社区生态保护行为的生计成本，体现以户为单位的生计资本差异，强化人兽冲突的损害赔

偿，设立生态管护岗位等间接补偿模式；第二，生态补偿款项应当成为生计发展的原始资金，设置生态补偿上

限来节约部分原有对大规模土地拥有者的补偿经费转而建立优惠信贷、产业扶持基金等。 第三，生态补偿需

要配套明确的产业转型发展措施，与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相衔接，从而确保其长期的激励作用和产业培育

需求。
第三，要全面提升社区的主体地位和综合能力。 社区以产业发展促进生计转型时，个人、家庭、社区组织

在产业转型发展规划、执行、监督、评估与改进过程中应具有充分的发言权，在保护管理中成为平等的合作伙

伴。 社区特别需要在土地产权处置上具有发言权，能够就集体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等在符合法律依据、不违

背保护目标的情况下与政府等利益相关方进行商榷，能够在承包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收益处置权

和使用权的转让权或流转权上在法律和管理要求内自由裁夺。 社区也需要获得与所认可的生计转型相匹配

的能力。 在个体农户层面，在短期要相对重视职业技术培训，在长期要重视乡土、生态和产业发展观念和管理

能力；在社区层面，其能力建设主要针对社区生产经营和管理组织开展，提升其应对市场风险、把握市场脉络

等能力，促进小农与产业组织融合发展，完善村规民约的制定、实施、监测以提升资源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
长效化。

第四，利益相关方权责分明，因地制宜地以可行方式充分协作。 从降低生计风险，提高生计可持续性与生

态保护效率的角度看，农户、社区组织、保护地管理部门、当地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这些利益相关方必须各

司其职，整合联动，才能发挥自然保护地本土资源优势，推动形成可持续的产业链和生计方式，达到生态保护

与社区生计发展的双赢。 政府提供切实可行的产业政策，产业发展政策与生态保护政策相互协调而且面向长

远目标，如制定产业生态标准，建立生态标识体系，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农户与合作经营组织、企业进行产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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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融合，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生态化生产，品牌化建设和经济附加值提升；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
提升社区生产经营能力；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提供理念和平台来整合多元资金与资源为产业发展牵线搭桥，
实施和监督生态补偿与产业政策。
３．２　 对国家公园社区生计转型与产业发展的启示

自然保护地具有明确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目标，因此，当地社区不同于一般乡村地区，其发展权

利与生态保护责任义务并行，发展无法脱离保护地管理建设。 在这一点上，国家公园也不例外。 同时，国家公

园作为对大规模生态系统进行保护的自然保护地，从其管理目标和体制建设进程看，也具有其特征。
首先，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空间上整合原有保护地，强化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使得社区生产生活空间与

国家公园边界和分区有了新的互动，生计活动的过程与后果也需要重新对标国家公园分区管理的正面负面清

单与总体管理目标进行评判。
其次，国家公园具有国家代表性，保护最典型和最具有价值的自然生态系统、景观与文化遗产，这也为社

区重新定位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发掘自然与文化的融合及其价值实现带来了契机。
因此，国家公园相对较大的空间范围与人口规模因社区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差异，带来区域内社区生计与

转型路径的多样化和复杂性，而其管理体制的优化和管理目标多样化，也会因利益相关方的多元化、政策创

新、法律强化、就业门类增加等为社区生计带来新的契机。
基于对国家公园的这一认识，结合以上对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与产业发展的整体解读，本文提出国

家公园社区发展应继承既往优良经验，把握新的机遇，从下述方面开展实践：
社区生计转型和产业发展理念与实践不要脱离本土文化。 产业生态化、类型多样化与替代产业发展都要

尽量尊重和符合本土文化，力求实现文化附加值。
自然保护观念要贯穿产业发展过程。 产业发展目标、技术路径、管理体系、产品与服务都要直接或间接依

托生态经济理论，依赖自然保护成果，支持自然保护管理，让保护对象与保护结果成为优质的生计资本，让国

家公园品牌成为产业发展机遇。
产业活动要具有时空匹配性。 对标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管理，从景观尺度出发协调产业活动空间布

局，匹配国家公园不同位置的社区能力和需求；通过长期的社区能力建设、产业组织融合、市场培育等来适应

景观尺度上不同社区之间、乡村与城镇之间的产业链构建和产业布局。
社区主体地位和民间组织能力要得到充分运用。 在协同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实践中，应重视社区精英的示

范与带动作用，农户间联动与资源管理自组织能力，社区生产经营组织联动外部市场抵御风险等作用。 随着

多方参与理念的认可和实践，应特别重视利用民间组织的资金、技术和能力来进一步推行社区赋权和能力建

设，提升社区主体地位。
社区产业发展要有明确的市场导向。 市场需求的生态化、定制化被认为是自然保护地产品与服务发展的

重要契机，在明确的需求导向下，政府与民间机构等要帮助分析需求的时空差异，建立产品与服务标准，形成

符合资源属性和市场属性的生产周期，充分为社区产品创造市场进入机会和提升竞争能力，也避免商品导向

的资源掠夺。 从社区到消费者这一链条中，要依托现代科技和新兴技术来开展采集、加工、储存、运输、营销，
联动利益相关方构建利益分配等相关机制。

４　 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质性内容分析方法，对近 ３０个自然保护地内社区生计转型和产业发展研究进行综述，构建了自

然保护地生计转型和产业发展的动态路径并对其核心范畴进行解读。 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１）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发展目标在协同生态保护和区域发展时具有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双重目标，一般

以生态移民转产与就地生计发展来实现，具有产业持续生态化，产业的部分替代化和产业的完全替代化三种

主要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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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与产业发展成效不仅体现在家庭收入等经济效益上，也体现在社区管理能

力提升、生态文化意识强化等社会效益上，使得社区产业发展带动生计转型成为自然保护地管理多重成效的

体现。
（３）自然保护地社区产业需要政府统筹区域产业布局，以尊重本土文化，保障社区土地和资源权利为基

础，确保政策的多元、持续和稳定；连同市场引导、社会力量帮扶，让产业发展匹配社区居民差异化资本、有针

对性的提升必要资本和能力；尊重社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避免“一刀切”的盲目转产带来的经济、文化乃

至生态的不可持续。
（４）国家公园社区发展需要依托本地资源和本土文化，对标市场需求，推进产业生态化，拓展传统农牧业

功能，逐步形成对自然与半自然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和对具体景观资源的合理使用，寻求生态和文化价值向

经济价值转化。
在自然保护地区域内确保社区生计公平和可持续发展，通过生计转型来实现自然保护目标与生计发展双

重目标，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降低农户生计风险的过程［５０］。 因此，生计转型的原则就是在自然保护地的保护

管理目标下通过多方协作实现社区人地关系的高水平平衡，而社区居民开展特定产业、参与产业分工、选择生

产和经营方式，是中观层面产业发展在微观层面农户生计的具体体现，使得产业活动成为多方协作、统筹调配

资源、联动自然与社会经济的重要生计方式。 总体而言，吸收利用传统生态知识，以现代生态科学理念和技术

进行生产，在生态环境承载力内进行产业发展，才能降低生计发展的自然风险；在自然保护地局地尺度上，将
生态保护政策，特别是生态补偿政策与产业发展政策进行长期的协同匹配，才能减小政策预期的不明朗，降低

生计发展的政策风险；充分利用现代市场机制，构建适宜的产业组织模式，加强产品与服务差异化，发展包含

政府补贴、金融保险工具在内的多元长效风险补偿机制，才能降低产业发展的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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